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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包容与绿色发展备受学术界广泛关注，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提高包容性绿色增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提供了新契机。鉴于此，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并将政策效应进行分解，最后探讨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直接政策激励作用，且逐年增强；同时，还存在显著的政策红利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存在时效性；在溢出效应分解中，政策效应对邻近沿线城市的辐射作用强于非沿线城市。(2)在异质性分析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对内陆节点城市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海港节点城市。(3)“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度来提高包容性绿色增长，现阶段对绿色生态的正向促进作用尚未发挥，是未来聚焦的重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包容性绿色增长；空间双重差分；双循环；中国城市
中图分类号:F727；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 China Cities in The Context Dual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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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achieve inclusive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enhanc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and smo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ycl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this paper innovatively uses the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SDID) to examine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 Chinese cities and breaks down the policy effects.finally,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effect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a direct policy incentive effect on th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of the node cities along the route, and it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a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of policy dividends, but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Timeliness. In the decomposition of spillover effect,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policy effect on neighboring node citi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non-node cities.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 Chinese cities is still valid, but there is heterogeneity, that is, the contribution of inclusive green growth to interior node citi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seaport node cities. Moreover, the policy effect is mainly to improv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by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inclusion. At this st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promoting green ecology has not yet been played,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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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改革开放红利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突出。2010-2019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701，高于国际区域贫富差距的警戒线0.4；同时，环境治理压力日益增大，2010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396.98亿元，到2019年污染治理投资高达615.15亿元，上升了54.96%。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无法适应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与绿色增长和社会包容相结合，走包容性绿色增长方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经之路（World Bank）[1]。面对中国经济内部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那么，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建成清洁美丽的中国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和绿色发展理念（Liu等，2018）[2]，开创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为促进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了新契机。那么，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状如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否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实质性的政策激励作用；如果有，“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具体机制又是什么？厘清以上问题有助于客观评价双循环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政策效果，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和包容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对推动中国城市提高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大量研究。一部分学者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间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成效。Irshad等 [3]和Sun等 [4]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促进作用。孙楚仁等 [5]和Ge 等 [6]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沿线参与国的双边贸易水平，有助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吕越等 [7]和孙焱林等 [8]从微观视角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海外绿地投资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五通”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绿地投资的集约边际扩张效应，还能降低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另一部分学者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卢子宸等 [9]和郭爱君等 [10]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地区经济开放水平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沿线地区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城市产业升级。王桂军等 [11]和王欣等 [12]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高研发创新能力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生态环境的研究并未得到统一结论，Liu 等 [13]和余东升等 [14]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显著提升中国沿线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中国生态环境；但Feng等 [15]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行业层面的绿色全要生产率没有影响；进一步，Tian等 [16]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增加了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的净出口，加大了国内的环境和资源负担。
已有成果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空间：（1）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重点聚焦在“一带一路”倡议对经济增长、双边贸易、对外投资、生产效率、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效应检验，这些研究视角正是包容性绿色增长考察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整体政策效应尚未开展系统性地检验，缺乏较为严谨的因果识别与机制考察, 这为本文提供了可能的突破空间；（2）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学者采用双重差分或三重差分来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但无论是DID还是DDD，都忽略了空间因素对政策效应的影响，仅对政策的直接效应进行测度，无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应的空间溢出与传递作用，估计结果会存在偏误和无效估计。（3）在研究样本上，现有研究样本主要聚焦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或者中国沿线省份上，研究样本的空间尺度较大，忽略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中国城市层面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反应。

鉴于此，本文聚焦中国287个地级市，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实现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新契机和有效途径，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探讨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三维评价体系，测算并分析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切入点，充分考虑空间因素对政策效应的影响，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法（SDID）全面系统地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实施效果，深入探讨政策实施效果的空间溢出与传导效应；最后，进一步剖析“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机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研究内容上：从事后分析的视角准确识别“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促进效应，进一步剖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机制，在研究深度上不仅回答了政策效应的“有与无”问题，还回答了政策效应“如何发挥”的问题，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丰富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研究内容；（2）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充分考虑空间因素对政策实施的影响，运用SDID方法，突破独立性假设（Stable Unit Treatment Assumption，SUTVA）局限，不仅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直接效应，还创新性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红利的空间溢出和传导效应，并进一步将政策红利溢出分解为沿线节点城市间的组内政策溢出和沿线节点城市对非沿线节点城市的组间政策溢出，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果检验的研究深度。（3）在研究尺度上：本文聚焦287个城市，从更小的空间尺度视角刻画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动态演变趋势，能快速反映“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实施效果。为促进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发展，推动中国城市提高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供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2 机理分析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与新方式，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不断丰富其概念内涵。2012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较早提出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方式在于绿色集约和社会包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亚洲开发银行（ADB）[17]在此基础上，将包容性绿色增长进一步明晰为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增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Bouma 等 [18]和吴武林等 [19]则更加关注代际之间的福利增长、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途径。
2.1 “一带一路”倡议与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倾斜、拉动内需和促进对外经贸合作等提高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增长。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相关政策有助于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2015年，中央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以下统一简称为《愿景与行动》），明确了18个重点省份和26个节点城市的功能定位。上海、重庆、郑州、广东、陕西、甘肃和新疆等沿线地区各级政府纷纷响应，制定了一系列“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快速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交通、商贸、医疗、金融、文教等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的“一带一路”建设政策为中国沿线地区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和政策红利，促进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其次，沿线各地区根据“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加大国内大型企业招商引资力度，扩大了沿线地区的投资需求，促进沿线地区的旅游经济提升（何昭丽等，2020）[20]等，刺激当地社会消费零售业发展，挖掘国内大规模的居民消费，提高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促进国内大循环发展。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搭建了互利共赢的交流合作平台，提高了参与国政策的连通性和协同性，加强了各国的政治关系，降低了投资障碍和风险，吸引大量外商企业在沿线地区投资，促进了沿线地区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机会，扩大了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项目投资 [21]，实现区域经济重塑，提高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17%，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水平 [22]。 
2.2 “一带一路”倡议与社会包容性
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新模式，是逆不平等性的一个过程 [23]，有助于缩小国际和区域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沿线地区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促进了社会包容。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在刺激内需、拉动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同时，给沿线地区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 [24]，提高了中国沿线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保障了沿线地区人民对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基本需求。另外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水平提高，增加了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加大了中国沿线地区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和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的投资建设力度，完善了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交通运输的客运量与货运路，加大了互联网宽带的接入量，增强了沿线地区信息化发展。因此，“一带一路”为沿线地区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差距，促进了社会包容发展。
2.3 “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生态
“一带一路”倡议对绿色生态的影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与创新水平的推动下，有助于提高中国沿线地区绿色生态。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绿色之路的建设要求；同时，中国环保部也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以绿色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加强环保标准规范、强化贸易环境管理和制定绿色金融政策等方式，实现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和资金融通绿色化，利用多方面的环境规制来建成绿色“一带一路”。在环保部的要求和号召下，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更倾向于绿色投资项目 [25]，提高了中国沿线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了沿线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通过国际合作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沿线地区当地企业的创新水平，减少污染排放，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另外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在产业转移和贸易往来过程中产生“污染天堂”效应 [26]，不利用中国沿线地区绿色生态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区域经济重塑，沿线地区在扩大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也会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腾笼换鸟”的制造业，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但在引进外商企业和承接国内产业过程中会增加当地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加大沿线地区的环境污染，产生了“污染集聚”效应，不利于中国沿线地区绿色生态发展。并且，“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国际商务合作，增加沿线地区进出口贸易 [27]，但中国的净出口主要集中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大幅增加了温室碳排放量,加了中国国内的环境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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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机理图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来估计政策的实施效果，该方法利用两次差分能够很好的解决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先构建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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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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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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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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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分组变量,代表处理组，即“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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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控制组，即“一带一路”沿线非沿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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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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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时间区为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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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时间区为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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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捕获的是沿线城市在“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期间相对于非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平均变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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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是一组控制变量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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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为个体固定效应，控制的是各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如气候和地理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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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的是所有城市共有的时间因素，如宏观经济冲击、商业周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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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随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参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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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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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正值，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传统的差分方法仅考察了控制组和处理组自身的效应，没有将“一带一路”倡议对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空间溢出和传递效应考虑进去，忽略了空间因素；但如果将空间因素纳入到研究范畴，需要将城市间的相互关系考虑在内，就将产生处理组和控制组空间传递的可能性，违反了SUTVA假设，使得传统的差分法结果可能存在偏误。鉴于此，本文将广义套嵌的空间计量模型与经典的双重差分相结合，构建空间差分方法（S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效应，而目前文献考察的空间效应主要包括空间误差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特别是不同地区外生变量的空间滞后,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能兼顾不同地区解释变量的外生空间滞后与误差效应。因此，本文选择空间杜宾误差模型与经典双重差分相结合（SDEM-DID）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政策红利的直接效应和对非沿线城市的政策传导效应；同时，为比较各变量参数估计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列出了固定效应的DID、SLX-DID、SAC-DID和SDM-DID模型的估计结果，具体模型参考Chagas等（2016）[29]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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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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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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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空间邻接权重，用来衡量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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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溢出效应，即沿线城市的近邻地区将也能享受到政策红利的部分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大小为，但该效应为平均效应。政策溢出效应不仅发生在实验组向实验组溢出（组内溢出）还发生在实验组向控制组溢出（组间溢出）两个方向上，因此需要进一步将政策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本文将矩阵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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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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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对角线元素为
，其他元素为0,的
矩阵，
，是元素为1的向量，结合式（2）和（3），SDID模型为：


[image: image39.wmf](

)

,,,,

1,11

NNN

TTTNTNTTNTNT

itijititijijijijititijijttiit

jijjj

iggWiggDWWWWDXWX

arqtbgmnx

=¹==

=+++++++++++

ååå

（4）
[image: image40.wmf]1,

N

itijitit

jij

W

xlxm

=¹

=+

å


根据式（3）的权重分解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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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式（4）最终可写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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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城市受到完整政策效包括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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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控制组城市主要是政策效应的空间溢出或传导效应的影响（）。
3.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3.2.1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igg）的政策效应，首先面临的难点是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问题，由于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综合性的价值判断，很难通过单一指标进行准确界定与精确测算，主要是通过构建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如ADB分别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增长构建了28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周小亮等（2018）[30]则从经济发展、社会机会公平、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构建了33个指标的评价体系。本文根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外延内涵，充分考虑到中国城市层面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从经济增长、社会包容、绿色生态三个维度共40个指标来构建中国城市层面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见表1）。其中，经济增长从经济总量产出、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潜力3个维度构建，包括人均GDP、劳动生产率、消费支出、对外贸易、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9个指标；社会包容从社会保障公平、收入分配公平和基础设施条件公平3个维度构建，包括教育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人均道路面积、互联网覆盖率等16个指标；绿色生态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宜居3个维度构建，包括单位产值工业用电量、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水量、人家居民用水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建成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15个指标。
表1  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衡量方式
	单位
	性质

	包

容

性

绿

色

增

长
	经济增长
	经济总量产出
	人均GDP
	人均GDP
	元
	+

	
	
	
	劳动生产率
	GDP/就业人数
	元/人
	+

	
	
	经济增长动力
	消费支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
	+

	
	
	
	投资资本
	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
	+

	
	
	
	对外贸易
	进出口金额/GDP
	%
	+

	
	
	经济发展潜力
	人力资本
	在校大学生人数/总人口
	%
	+

	
	
	
	科技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GDP
	%
	+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投资/工业增加值
	%
	+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
	+

	
	社会包容
	社会保障公平
	医疗保障
	基本医疗覆盖率
	%
	+

	
	
	
	
	万人拥有医院卫生机构床位数
	床/万人
	+

	
	
	
	教育保障
	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教育经费/GDP
	%
	+

	
	
	
	
	万人拥有教育资源=(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普通中学+普通小学）/总人口
	所/万人
	+

	
	
	
	失业保障
	失业率
	%
	-

	
	
	
	
	失业保险覆盖率
	%
	+

	
	
	
	住房保障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人
	+

	
	
	
	
	人均住宅投资额
	万元/人
	+

	
	
	
	养老保障
	基本养老覆盖率
	%
	+

	
	
	收入分配公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城乡人均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倍数
	-

	
	
	基础设施条件公平
	人均道路面积
	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人
	+

	
	
	
	万人排水管道路长度
	排水管道路长度/总人口
	公里/万人
	+

	
	
	
	客运总量
	客运总量=铁路客运量+公路客运量+水运客运量+民用航空客运量
	万人
	+

	
	
	
	互联网覆盖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总人口
	户/人
	+

	
	绿色生态
	绿色生产
	单位产值工业用电量
	工业用电量/GDP
	千瓦时/元
	-

	
	
	
	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水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GDP
	吨/万元
	-

	
	
	
	单位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吨/万元
	-

	
	
	
	单位产值氮氧化物排放量
	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GDP
	吨/万元
	-

	
	
	
	单位产值工业粉尘排放量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GDP
	吨/万元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绿色消费
	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
	居民家庭用水量/总人口
	吨/人
	-

	
	
	
	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
	城镇居民生活用电/总人口
	千瓦时/人
	-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总人口
	辆/万人
	+

	
	
	
	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
	年末实有出租汽车营运车数/总人口
	辆/万人
	+

	
	
	绿色宜居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万人拥有公园绿地面积
	公园绿地面积/总人口
	公顷/万人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GDP
	%
	+


注: “+”和“－”分别表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在指标体系构建后，为克服权重设定的主观性与不科学性，本文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来测算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该方法能较好的克服普通熵权法仅对截面数据横向比较的局限,不仅具有相对的空间横向比较，还能跨年度的时间纵向可比性。

总体上，2010-2018年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2010年为0.1128，2018年为0.1567，上升38.88%。进一步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绘制出2010-2018年287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密度图（图2），用以厘清2010-2018年的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动态变化。总体上看，2010-2018年，密度曲线由左向右移动，表明随时间推移，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逐年提高。从波峰上看，核密度曲线波峰明显由尖峰形状向宽峰形状变化，且波峰由高到低，表明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区域差异与空间非均衡性进一步扩大。从形态上看，核密度图没有明显双峰趋同或多峰趋同，峰值持续下降，保持“右侧长尾”，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城市占比有所下降，即低包容性绿色增长集中的现象有所改善，但高包容性绿色增长城市差异却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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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2018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核密度图

2）核心解释变量
政策虚拟变量（D）：政策虚拟变量涉及到两个方面：①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根据《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明确了对重点省份以及节点城市初步定位，将18个省份作为“一带一路”重点省份，26个城市圈为节点城市，但26个节点城市并非完全限定在18个重点省份中 [31]，因此，本文将18个重点省份和26个节点城市作为处理组，即
[image: image54.w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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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49个城市；其余为控制组，
。②是否为“一带一路”倡议节点时间：参考孙焱林等（2018）[8]多数学者的界定标准，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冲击时间确定为2014年，主要原因在于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但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是2014年3月，从顶层设计落实到国家政策，正式向务实阶段推进。因此，以2014年为节点时间，若研究期为2014-2018，则
，若研究期为2010-2013则。
3）控制变量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还会受到自然资源禀赋、文化资源、企业类型、政府竞争、行政面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加以控制，尽可能降低这些因素对模型带来的偏误。因此，文章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以下控制变量：①自然资源禀赋（NRE）：借鉴李虹等 [32]，采用采掘业从业人数与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衡量自然资源禀赋；②文化资源（CR）：参考梁若冰等 [33]采用每万人图书馆藏书衡量文化资源；③企业类型（TE）：借鉴汪建华等 [34]，采用内资企业占工业企业比例衡量；④地方政府竞争（LGC）：参考沈坤荣等 [35]，采用财政收支比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值越大表明各地级市政府财政能力越强，越有竞争优势；⑤行政面积（AA）：考虑不同地区面积的影响，本文借鉴王兵等 [36]的研究对不同城市的行政面积加以控制。
3.2.2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原始可得性与连续性，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28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共2583个样本观测值，其中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ESP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各省市统计公报，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4.1.1 单变量检验。
表2表述了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在“一带一路”倡议前后的差异变化，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沿线城市和非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1%，对应t值=16.711 9）；其中沿线城市的igg均值比非沿线城市高0.113 5，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前，中国沿线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显著高于非沿线城市。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1%，对应t值=19.192 2）；其中沿线城市的igg均值比非沿线城市高0.133 9，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沿线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同样显著高于非沿线城市，但倡议实施前后两者均值之间的差距从0.113 5上升到0.133 9，拉大了沿线城市与沿线点城市之间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否显著，需要进一步用SDID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
表2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单变量t-检验结果

	
	
	沿线城市

（1）
	非沿线城市

（2）
	Difference

（1）-（2）
	t-Test

（1）-（2）

	igg
	倡议前
	0.237 1
	0.123 5
	0.113 5
	16.711 9***

	
	倡议后
	0.274 0
	0.143 1
	0.133 9
	19.192 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4.1.2 回归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在做实证结果分析之前，为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对变量做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结果为2.41(10，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表3可知，空间自回归系数（[image: image63.png]


）在1％水平显著为正，系数在0.4以上，具有“以邻为睦”的现象，即本地包容性增长会带动邻近城市的包容性绿色水平提高40%以上。同时，无论是经典DID模型还是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核心解释变量D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结果比较稳健。从系数大小看，采用SDID的直接政策变量系数小于经典DID系数，但忽视了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意味着总体上采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低估了政策效应，结果存在一定偏误。在间接效应中，政策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对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直接的政策激励，还对沿线城市邻近地区存在间接的政策溢出和传导效应，共同享受政策红利，提高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整体水平，促进国内大循环发展。同时，根据公式（5）可知，“一带一路”政策溢出效应不仅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城市（处理组）对沿线城市（处理组）的组内溢出效应，还包括沿线城市（处理组）对非沿线城市（非处理组）的组间传导效应，具体需要进一步探索。

表3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类型
	变量
	DID
	SLX-DID
	SAC-DID
	SDM-DID
	SDEM-DID

	
	
	(1)
	(2)
	(3)
	(4)
	(5)

	直
接
效

应
	D
	0.028 4***
	0.026 0***
	0.025 9***
	0.024 1***
	0.022 6***

	
	
	(0.003 6)
	(0.003 6)
	(0.003 5)
	(0.003 5)
	(0.003 1)

	
	NRE
	-0.014 6***
	-0.012 5***
	-0.009 3***
	-0.004 0**
	-0.007 6***

	
	
	(0.001 9)
	(0.001 9)
	(0.001 7)
	(0.001 8)
	(0.001 7)

	
	CR
	0.012 6***
	0.009 1***
	0.005 3***
	0.000 3
	0.003 0

	
	
	(0.002 1)
	(0.002 2)
	(0.001 9)
	(0.002 0)
	(0.001 9)

	
	TE
	0.128 0***
	0.115 0***
	0.077 8***
	0.077 4***
	0.069 2***

	
	
	(0.018 3)
	(0.018 1)
	(0.016 4)
	(0.020 0)
	(0.015 9)

	
	LGC
	0.022 7***
	0.016 1***
	0.020 1***
	0.037 0***
	0.015 5***

	
	
	(0.005 3)
	(0.005 4)
	(0.004 5)
	(0.005 3)
	(0.004 5)

	
	AA
	-0.009 7
	-0.010 2
	-0.015 4**
	-0.017 0**
	-0.014 6**

	
	
	(0.008 4)
	(0.008 2)
	(0.007 7)
	(0.007 7)
	(0.007 1)

	溢
出
效
应
	W*D
	
	0.005 7***
	0.027 1***
	0.039 9***
	0.004 1***

	
	
	
	(0.001 2)
	(0.005 8)
	(0.011 4)
	(0.001 1)

	
	W*NRE
	
	-0.000 9***
	-0.009 6***
	-0.021 6***
	-0.000 4***

	
	
	
	(0.000 1)
	(0.002 1)
	(0.004 3)
	(0.000 1)

	
	W*CR
	
	-0.000 4*
	0.005 4***
	0.017 8***
	-0.000 1

	
	
	
	(0.000 2)
	(0.002 0)
	(0.005 0)
	(0.000 2)

	
	W*TE
	
	0.002 1***
	0.080 0***
	-0.024 2
	0.000 9**

	
	
	
	(0.000 5)
	(0.016 8)
	(0.037 5)
	(0.000 4)

	
	W*LGC
	
	-0.000 4
	0.020 8***
	-0.009 1
	-0.000 2

	
	
	
	(0.000 8)
	(0.005 5)
	(0.009 9)
	(0.000 7)

	
	W*AA
	
	-0.000 9***
	-0.016 1*
	0.050 3*
	-0.000 5*

	
	
	
	(0.000 3)
	(0.008 6)
	(0.027 3)
	(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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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3 0***
	0.406 0***
	

	
	
	
	
	(0.039 3)
	(0.02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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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7 0***
	
	-0.166 0**

	
	
	
	
	(0.065 9)
	
	(0.065 3)

	
	Log-like
	
	
	10 067.689 
	6 057.878 
	6 042.840 

	
	R2
	0.121 0   
	0.158 9
	0.161 6
	0.180 8
	0.184 2

	
	Number of obs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2）空间溢出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SDEM-DID和SLX-DID模型将政策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城市间的组内溢出效应（
[image: image66.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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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沿线城市（处理组）对非沿线城市（非处理组）的组间传导效应（
）。由表4可知，
和均显著正相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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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实施不仅对中国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还对非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显著的空间传导效应，但组内的溢出效应远大于组间溢出效应。对沿线城市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不仅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的直接促进效应，还包括沿线城市对沿线城市的政策溢出效应，沿线城市之间能更快的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组间溢出效应更强；而对非沿线城市而言，主要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城市对非沿线城市的空间传导效应和辐射作用。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对非沿线城市的政策红利的空间传导作用，从而提高中国城市整体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表4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变量
	SLX-DID
	SLX-DID
	SDEM-DID
	SDEM-DID

	
	（6）
	（6）
	（7）
	（7）

	D
	0.032 6***
	0.021 2***
	0.023 2***
	0.017 8***

	
	(0.003 8)
	(0.003 8)
	(0.003 1)
	(0.003 3)

	WD
	0.022 4***
	0.024 0***
	0.020 4***
	0.022 7***

	
	(0.005 2)
	(0.005 0)
	(0.004 2)
	(0.0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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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 6***
	0.004 7***
	0.003 7***
	0.003 0***

	
	(0.001 2)
	(0.001 3)
	(0.001 0)
	(0.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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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1 0***
	0.505 0***

	
	
	
	(0.029 8)
	(0.042 3)

	Control
	否
	是
	否
	是

	W*Control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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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9 0***
	-0.155 0**

	
	
	
	(0.057 9)
	(0.066 1)

	Log-like
	
	
	5 998.134
	6 052.867

	R2
	0.128 0
	0.142 7
	0.122 0
	0.187 1

	Number of obs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4.1.3 动态性分析
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实施效果存在滞后性和时效性，可能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动态性，需要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动态变化特征。由表5可知，不管是在传统DID模型中还是在SDID模型中，“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直接动态效应呈逐年增强；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中国政府的配套政策逐步完善，对沿线城市的政策支持和投资红利不断放大，政策效果不断积累，使得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逐渐增强。但是，政策的溢出效应却表现出不同的时间趋势，先增强后降弱；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线城市的邻近地区也会享受到国家的政策激励，提高邻近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但这种政策红利共享存在时效性，到2016年以后，“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红利的空间溢出效应削弱，虽然政策溢出效应由强到弱，但对包容性绿色增长依然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5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

	类型
	变量
	平均效应
	动态效应

	
	
	DID
	SDID
	DID
	SDID

	直
接
效

应
	D
	0.028 4***
	0.022 6***
	
	

	
	
	(0.003 6)
	(0.003 1
	
	

	
	D2014
	
	
	0.014 8**
	0.009 7*

	
	
	
	
	(0.005 8)
	(0.005 4)

	
	D2015
	
	
	0.020 1***
	0.014 2***

	
	
	
	
	(0.005 8)
	(0.005 0)

	
	D2016
	
	
	0.025 1***
	0.020 4***

	
	
	
	
	(0.005 9)
	(0.005 1)

	
	D2017
	
	
	0.037 2***
	0.034 1***

	
	
	
	
	(0.005 9)
	(0.005 3)

	
	D2018
	
	
	0.047 5***
	0.044 7***

	
	
	
	
	(0.006 0)
	(0.005 6)

	溢
出
效
应
	W*D
	
	0.004 1***
	
	

	
	
	
	(0.001 1)
	
	

	
	W*D2014
	
	
	
	0.058 3***

	
	
	
	
	
	(0.017 9)

	
	W*D2015
	
	
	
	0.065 4***

	
	
	
	
	
	(0.018 3)

	
	W*D2016
	
	
	
	0.071 9***

	
	
	
	
	
	(0.018 2)

	
	W*D2017
	
	
	
	0.068 9***

	
	
	
	
	
	(0.019 7)

	
	W*D2018
	
	
	
	0.060 1***

	
	
	
	
	
	(0.020 6)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W*Control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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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8 0***

	
	
	
	
	
	(0.041 6)

	
	Log-like
	
	6 035.777
	
	6 042.840

	
	R2
	0.121 0  
	0.130 7
	0.130 7
	0.184 2

	
	Number of obs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4.2 政策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愿景与行动》结合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确定的沿线地区分布呈现出海陆统筹、东西兼顾的特点，进一步可分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海港节点城市）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内陆节点城市）。结果如表6所示，“一带一路”倡议无论是对内陆节点城市还是海港节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和间接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一带一路”倡议对内陆节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要大于海港节点城市。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海港节点城市主要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其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较高，“一带一路”政策效应对海港节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而内陆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倡议政策驱动下，能充分发挥政策红利，政策提出前后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提升差异较明显，政策效应的边际贡献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内陆节点城市主要的功能定位是推动国内产业合作与互动，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合作与发展，而海港节点城市则是充分发挥海港辐射带动优势，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合作；内陆节点城市在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能快速提高国内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绿色生态等竞争优势，显著促进内陆节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在政策溢出效应分解中，“一带一路”倡议对内陆节点城市的组内溢出和组间溢出均显著正相关，且组内溢出要大于组间溢出，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溢出到邻近的节点城市，还能辐射到邻近的非节点城市，促进邻近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而“一带一路”倡议对海港节点城市的溢出效应分解均为正，但对组内溢出不显著，对组间溢出效应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海港节点城市的政策效应对邻近地区的非海港节点城市的辐射效果更显著。

表6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异质性分析

	
	内陆节点城市
	海港节点城市

	
	DID
	SDEM-DID
	SDEM-DID
	DID
	SDEM-DID
	SDEM-DID

	D
	0.057 1***
	0.047 9***
	0.036 1***
	0.009 5***
	0.006 0***
	0.005 3**

	
	(0.005 6)
	(0.004 8)
	(0.005 1)
	(0.003 3)
	(0.002 2)
	(0.002 3)

	WD
	
	0.003 9***
	
	
	0.001 2**
	

	
	
	(0.001 1)
	
	
	(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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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8 2***
	
	
	0.003 9

	
	
	
	(0.006 7)
	
	
	(0.0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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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 9***
	
	
	0.001 1*

	
	
	
	(0.001 1)
	
	
	(0.000 6)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W*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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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 0***
	-0.209 0***
	
	-0.627 0***
	-0.628 0***

	
	
	(0.059 8)
	(0.060 4)
	
	(0.039 6)
	(0.039 6)

	Log-like
	
	5 733.340
	5 755.885
	
	6 923.780
	6 924.235

	R2
	0.138 6
	0.205 3
	0.212 8
	0.284 3
	0.317 0
	0.317 0

	Number of obs
	2 151
	  2 151
	2 151
	1 674
	1 674
	1 674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4.3 有效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4.3.1有效性分析

1）平稳趋势检验
无论是采用经典的双重差分（DID）还是空间双重差分法（SDID）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发生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需要对沿线城市和非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3表明，2010-2013年沿线城市与非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趋势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平行趋势假设基本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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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与非沿线城市igg平行趋势
2）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是否遗漏在城市——时间层面上的不可观测因素，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本文借鉴Cai等（2016）[37]的方法，通过从287个城市样本中随机抽取149个城市为“伪”处理组（沿线城市），其余为非沿线城市，构建“伪”处理组与控制组，并做1000次回归，进一步绘制了1000次估计系数和P值的核密度分布，详见图4。可以发现，估计系数均以0为中心的正太分布，且对应的p值绝大多大于0.1。实际估计系数在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结果中明显属于异常值，随机样本得到前文基准回归估计系数的概率均较低。综合这些结果，足以说明本文发现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不太可能受到遗漏不可观察因素的驱动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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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安慰剂检验结果

注：横轴表示1 000个随机分配的treat×post的估计系数，曲线是估计的核密度分布，点是相关的p值,垂直线是真实估计值。
4.3.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核心变量基准结论的可靠性，除了选择DID、SLX-DID、SAC-DID和SDM-DID等不同模型来考察估计结果外，本文还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1）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为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考虑到2011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广东、深圳7个城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该工作会影响交易试点城市的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该通知与2015年的环境保护法不同，未在当年进行全国范围实施，而是采取试点试行方式，这会导致在试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可能会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分布不均，发生显著性变化，这种干扰是无法通过SDID模型进行很好的剔除。因此，本文剔除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样本进行稳健性测试，详见（7），结果显示，政策变量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排除碳排放权交易的干扰后，“一带一路”倡议依然能显著促进中国包容性绿色水平提升，结论稳健。

2）置换样本变量。在《愿景与行动》文件中还确定了18个重点省份，本文将18个重点省份的1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文件中明确的26个节点城市也纳入为研究对象，详见（8-9），在置换样本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为正，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3）置换空间权重。本文选用空间双重差分（SDID）来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其中空间权重的选择对模型的稳健性至关重要，而基准模型中选择了邻接权重，在稳健性分析中权重分别选择反距离权重和经济距离权重，经济距离权重的构建参考李婧等[38]的构建方法，详见（10-11）；结果表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表7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稳健性分析

	变量
	（7）
	（8）
	（9）
	（10）
	（11）

	D
	0.041 4***
	0.005 8*
	0.007 2**
	0.014 2***
	0.014 7***

	
	(0.013 4)
	(0.003 0)
	(0.003 1)
	(0.003 1)
	(0.003 3)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W*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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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7 0***
	0.407 0***
	0.408 0***
	0.817 2***
	0.725 0***

	
	(0.025 3)
	(0.024 9)
	(0.024 8)
	(0.047 5)
	(0.049 0)

	Log-like
	5 955.700
	6 035.995
	6 051.268
	6 141.110
	6 147.922

	R2
	0.188 5
	0.169 6
	0.177 8
	0.249 1
	0.203 0

	Number of obs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4.4 机制检验
为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从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那么“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剖析该问题，本文分别从这三个维度来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机制。无论是传统DID还是SDID，“一带一路”倡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均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和间接的空间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央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机理政策，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相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合作、拉动中国沿线城市的内需等促进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为沿线城市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增加了居民收入水平、保障沿线地区居民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需求，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降低沿线城市与非沿线城市区域不平等，促进社会包容；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来促进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而“一带一路”倡议对绿色生态的直接效应显著负相关，溢出效应正相关，但不显著。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要求将“一带一路”建设成绿色之路，环保部也要求利用多方面环境规制来实现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和资金融通绿色化，建成绿色“一带一路”；但“一带一路”倡议加大了沿线地区的投资建设、招商引资力度和进出口贸易等，加大沿线城市的生态承载压力，对沿线城市的绿色生态环境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同时，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环境规制与措施的实施效果需要长时间积累，存在滞后性，即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绿色生态环境的正向促进作用尚未显著发挥，要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应重点聚焦在利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来提升国内绿色生态发展。
表8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途径分析

	类型
	变量
	EG
	SI
	GE

	
	
	DID
	SDID
	DID
	SDID
	DID
	SDID

	直
接
效

应
	D
	0.011 2***
	0.007 0***
	0.022 9***
	0.019 9***
	-0.004 8***
	-0.002 5***

	
	
	(0.001 7)
	(0.001 5)
	(0.003 1)
	(0.002 3)
	(0.000 8)
	(0.000 7)

	
	NRE
	-0.010 0***
	-0.004 3***
	-0.007 7***
	-0.000 7
	0.002 9***
	0.001 1***

	
	
	(0.001 0)
	(0.000 8)
	(0.001 7)
	(0.001 6)
	(0.000 5)
	(0.000 4)

	
	CR
	0.010 1***
	0.003 6***
	0.004 2**
	-0.003 4**
	-0.001 9***
	0.000 3

	
	
	(0.001 0)
	(0.000 9)
	(0.001 8)
	(0.001 7)
	(0.000 5)
	(0.000 4)

	
	TE
	0.079 2***
	0.029 1***
	0.069 6***
	0.033 4*
	-0.015 5***
	0.018 8***

	
	
	(0.008 5)
	(0.008 9)
	(0.015 5)
	(0.01 8)
	(0.003 9)
	(0.004 3)

	
	LGC
	0.009 0***
	0.002 7
	0.011 7***
	0.035 2***
	0.001 9*
	0.000 2

	
	
	(0.002 5)
	(0.002 4)
	(0.004 5)
	(0.004 8)
	(0.001 1)
	(0.001 1)

	
	AA
	0.006 7*
	0.001 7
	-0.008 2
	-0.010 6
	-0.008 3***
	-0.007 9***

	
	
	(0.003 9)
	(0.003 4)
	(0.007 1)
	(0.006 6)
	(0.001 8)
	(0.001 6)

	溢
出
效
应
	D
	
	0.014 6***
	
	0.015 9**
	
	0.002 6

	
	
	
	(0.005 0)
	
	(0.008 1)
	
	(0.002 1)

	
	W*D
	
	-0.007 7***
	
	-0.017 5***
	
	0.004 7***

	
	
	
	(0.001 9)
	
	(0.003 2)
	
	(0.000 8)

	
	W*NRE
	
	0.019 1***
	
	0.003 5
	
	-0.001 7*

	
	
	
	(0.002 2)
	
	(0.003 7)
	
	(0.001 0)

	
	W*CR
	
	0.046 6***
	
	0.010 1
	
	-0.075 9***

	
	
	
	(0.016 4)
	
	(0.028 6)
	
	(0.007 6)

	
	W*TE
	
	0.036 1***
	
	-0.039 8***
	
	-0.002 9

	
	
	
	(0.004 4)
	
	(0.007 6)
	
	(0.001 9)

	
	W*LGC
	
	0.0491 0***
	
	0.012 1
	
	-0.009 8*

	
	
	
	(0.012 1)
	
	(0.019 7)
	
	(0.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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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6 0***
	
	0.253 0***
	
	0.324 0***

	
	
	
	(0.020 9)
	
	(0.030 7)
	
	(0.024 1)

	
	Log-like
	
	8 177.265
	
	6 375.514
	
	10 069.104

	
	R2
	0.204 9
	0.328 3
	0.104 1
	0.103 6
	0.101 2
	0.163 6

	
	Number of obs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2 58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构建包容、绿色、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中国智慧，更是促进世界互利共赢的伟大实践。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成果丰硕，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提高包容性绿色增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新契机。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否存在显著的政策效应？这一问题鲜有严谨的实证检验加以回答。鉴于此，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287个城市2583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首先，从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层面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指标体系，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算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分析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然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充分考虑空间因素，利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进行系统的因果识别，不仅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直接政策效应，还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红利的空间溢出与辐射作用；最后，进一步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途径和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2010-2018年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逐年提升，但区域差异与空间非均衡性在进一步扩大，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城市集中的现象有所改善，但高包容性绿色增长城市差距却在扩大；同时，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以邻为睦”的现象，能促进邻近城市包容性绿色提高40%以上。（2）“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且该政策效应逐年增强；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政策溢出效应先强后弱，存在时效性。在政策溢出效应分解中无论是沿线城市还是非沿线城市均能享受到政策红利的空间溢出与辐射效应，对于沿线城市不仅能直接享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直接激励作用，还能享受到政策的空间溢出作用，而非沿线城市只能通过空间辐射效应来分享政策红利。（3）“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机制中存在异质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两个维度来直接和间接促进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发展；但现阶段对绿色生态的正向促进作用现阶段尚未发挥，在未来的建设中应充分利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来提升国内绿色生态发展，提高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4）“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也存在异质性，对内陆节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海港节点城市。
5.2 研究启示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借鉴启示：（1）创建中国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绩评价机制，利用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以邻为睦”的优势特征，缩小中国城市间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区域间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虽然低包容性绿色增长集中的现象有所改善，但高包容性绿色增长城市差异却在扩大。因此，应充分利用当前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以邻为睦”的优势，带动邻近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提升，缩小区域间差距；同时，制定科学、合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引导和鼓励各级管理部门按照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本质要求主动作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包容性和绿色化转型目标，探寻因地制宜的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发展路径。（2）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直接和间接的政策效应，显著提高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促进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成果突出，对中国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于沿线城市而言，应该直接和间接地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倾斜、配套措施与投资红利等，快速提升中国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发展；对于非沿线城市而言，应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的政策溢出和空间辐射作用，搭上“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快车，分享“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提高非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3）“扬长板、补短板”，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路径。包容性绿色增长不能是单一指标衡量，而是用由不同子系统的多重指标复合表征，“扬长板、补短板”，协调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各子系统水平全面提升，继续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的两个政策效应途径的正向激励作用；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重点聚焦绿色生态维度，加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环境政策，鼓励绿色生产消费，创建绿色宜居环境，对重点污染企业实施更加严厉的环保规制政策，对节能环保企业予以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树立绿色、低碳的消费观，打通并强化绿色生态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向影响途径。 

参考文献:
[1]World Bank. Inclusive green growth: the pathwa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Washington，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2012.

[2]Liu W D, Michael D, Gao B Y.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neo-liberal to inclusive globalization[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8,28(9):1199-1214.

[3]Iirshad M S, Xin Q, Arshad H. One belt and one road：does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benefit for Pakistan’s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6（24）:200-207.

[4]Sun Q P, Zhang X D, Xu X Q, Yang Q, Wang S G.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J]. Sustainability ,2019,11(19):1-14.

[5]孙楚仁,张楠,刘雅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17(02):83-96. 

[6]Ge Y, Dollar D,Yu X D. Institutions an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20 (61):1-14.

[7]吕越,陆毅,吴嵩博,王勇.“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J].经济研究,2019,54(09):187-202.

[8]孙焱林,覃飞.“一带一路”倡议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吗[J].国际贸易问题,2018(08):66-79.

[9]卢子宸,高汉.“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05):130-138.
[10]郭爱君,朱瑜珂,钟方雷.“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沿线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评估——基于“准自然实验”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9(09):59-71.

[11]王桂军,卢潇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9(03):43-61. 

[12]王欣,余吉祥,陈劼绮.“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J].世界经济研究,2020(06):121-134+137.

[13]Liu Z K, Li X. Ha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d it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primary provinces along the route[J]. Energy Policy,2019,129:360-369.

[14]余东升,余娟娟.“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软科学,2020,34(05):27-34.

[15]Feng J,Zhao L D,Jia H Y, Shao S Y.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trategy and industrial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J].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9,30(1):260-282.

[16]Tian X,Hu Y Y,Yin H T, Geng Y. Trade impact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2019,150:1-8.

[17]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dex: a new benchmark for quality of growth[M].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8.

[18]Berkhout E, Bouma J, Terzidis N, Voors M. Supporting local institutions for inclusive green growth: developing an evidence gap map [J]. NJAS -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2018,84（4）：51-71.

[19]吴武林,周小亮.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8(01):27-37.

[20]何昭丽,王松茂.“一带一路”沿线四大区域入境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06):130-147. 

[21]金刚,沈坤荣.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J].中国工业经济,2019(09):79-97.

[22]王瑞峰,李爽.“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分析[J].技术经济,2018,37(01):122-128.

[23]马艳,李俊,王琳.论“一带一路”的逆不平等性:驳中国“新殖民主义”质疑[J].世界经济,2020,43(01):3-22.

[24]张原.中国对“一带一路”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J].财贸经济,2018,39(12):111-125.

[25]Liu H Y, Wang Y L, Jiang J, Wu P. How green i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evidence from Chinese OFDI in the energy sector[J]. Energy Policy,2020,145（10）:1-12.

[26]刘钻扩,辛丽.“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中国重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2):87-97.

[27]Cai X, Che X H, Zhu B Z, Zhao J,Xie R. Will developing countries become pollution havens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198(10):624-632.

[28]Usman A, Popp J, Khan H, Muhammad A K. Energy efficiency in transportation along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J]. Energy,2020,13(10):1-14.

[29]Chagas A L, Azzoni C R, Almeida A N.A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ugarcane production on respiratory diseas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16,59(04):24-36.

[30]周小亮,吴武林.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及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08):3-20.

[31]徐思,何晓怡,钟凯.“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融资约束[J].中国工业经济,2019(07):155-173. 

[32]李虹,邹庆.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J].经济研究,2018,53(11):182-198. 

[33]梁若冰,汤韵.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Tiebout模型:基于中国城市房价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8(10):71-83.

[34]汪建华,范璐璐,张书琬.工业化模式与农民工问题的区域差异——基于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8,33(04):109-136+244. 

[35]沈坤荣,周力.地方政府竞争、垂直型环境规制与污染回流效应[J].经济研究,2020,55(03):35-49.

[36]王兵,聂欣.产业集聚与环境治理:助力还是阻力——来自开发区设立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75-89. 

[37]Cai X Q, Lu Y, Wu M Q, Yu L H .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e away in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6,123:73—85.

[38]李婧,谭清美,白俊红.中国区域创新生产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07):43-55+65.
作者简介:向仙虹（1990—），女，重庆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配置与可持续发展；孙慧（1963—），通讯作者，女，江苏泗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资源配置与可持续发展。

____________
投稿日期:2021-4-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疆资源型产业污染集聚、损益偏离与包容性绿色增长”（71963030）；教育部“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合作专项研究课题“深化APEC、“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合作的重点方向和路径研究”（19YDYL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17JJD8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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